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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核心区域，中国近年来对中亚五国投资增长迅速。“丝绸之路经济带”之
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确保中国对外投资便利及投资安全。中国与中亚国家间不存在区域性多边投资协
定，双边投资协定即为双方投资关系的主要法律基础。现行双边投资条约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改变投资准入
规则、提升投资待遇、明确征收标准及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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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这一巨大“经济带”中，
中亚以其独特的地缘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中
国能源安全保障区特殊地位等优势成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域。自 2013 年“一带一
路”倡议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
投资不断增长且潜力巨大，过去 10 年间增长 70
倍，目前已成为中亚国家主要投资国之一。有学
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球经贸治
理新规则和我国对外开放新体制，其有效实施离
不开法治的保障。”[1]“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一道，共同梳理现有双、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
以贸易、投资便利化为核心，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
区签订不同层级、不同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2]
“丝绸之路经济带”制度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
建立中国与沿线国家，特别是中国对中亚投资便
利及保护的法律保障机制，促进与中亚国家的投
资便利和投资安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制度建设
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短期内中国与中亚建立多
边投资协议可能性较小⑩，而现行双边投资协议
（BITs）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关系的根本法律基
础，也是完善中国与中亚投资法律保障机制的最
主要切入点。从现实意义看，聚焦于中国与中亚
国家双边投资协定，提升BITs质量，以示范效应助
力“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双边BITs为基础，以自贸
协定为目标，最终形成多边投资协定，将成为实现
“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法治化的基本路径。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
双边投资条约基本内容
从中亚五国建国至今，中国与五国一直保持
良好的双边关系。1992年是中亚国家建国的第二
年，也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睦邻友好，积极谋求双边
投资合作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国分别与乌、吉、
哈、土四国签订了《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
定》，次年9月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也签订了《双边投
资协定》。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开展，中国对
外的投资大幅上升。新时期对投资待遇、征收补
偿标准、国际投资仲裁、投资保护水平等方面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世易时移，90年代签署的 BITs在
一定程度上已不再适应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
需要。面对新情势，2011 年 4 月 19 日中国与乌兹
别克斯坦重新修订并签署了新一轮的《中乌关于
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该协定使乌兹别克斯坦
成为中亚五国中唯一与中国重新修订双边投资协
定的国家。该协定相较于上世纪 90 年代签订的
BITs，在内容以及结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提
高了市场准入待遇，对征收、争端解决作了更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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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规定，操作性更强，对其他中亚四国BITs的重
新修订与签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前，中国与
哈萨克斯坦双边BIT的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
展开。
中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
因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体例结构与内容基本类
似，其所涉及内容主要包括：“投资”及其相关概念
的解释、鼓励及保护投资的条款、投资待遇问题、
征收与对其损失的补偿、支付的转移、缔约双方关
于解释或适用协定而产生争议如何解决、投资争
端解决、协定的生效、期限以及终止等问题。中国
与中亚五国所签订的双边协定内容也无出其右，
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投资协定的梳理研
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投资”及相关概念界定
对于“投资”的界定条款是整个双边投资保护
协定的根本，它确定了国家之间投资的范围，关乎
BIT的具体适用问题。在中国与中亚五国所签署
的 BITs中，其首条具体内容规定均是对“投资”及
其相关的概念加以界定。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于1992年8月10日签订的BIT为例，其在第1
条第1款就对“投资”一词的界定进行了规定，而在
其后又对该种资产的类型做了重点式列举，“包括
但不限于”动产和不动产及相关财产权利、股份、
债务请求权、（部分）知识产权、从事经济活动的权
利。通过比照其他四国的相应条款会发现，其规
定内容近乎一致，只是中土 BIT 在其具体列举中
增加了有偿服务一项。另外，该条中紧随其后还
对诸如“投资者”“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收益”“领
土”等概念作了具体解释。
（二）外资准入制度
以中哈BIT为例，外资准入内容主要见其第 2
条、第 3条第 1款和第 2款之规定。其中，第 2条主
要规定“促进与鼓励投资”，该条款主要包含两方
面的内容：第一，鼓励投资条款；第二，缔约一方对
另一方的公民取得签证与工作许可予以协助。而
第3条则规定了外国投资者享有的基本待遇：公平
公正及最惠国待遇。除自贸区、边境贸易及国际
税收外，“与该投资有关的活动”，包括投资的创
立、扩张、实施、运行、管控、出售等一系列其他方
面均享有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和
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因此，该条款规定的
待遇标准即能够被理解为“最惠国待遇”。
（三）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
待遇标准的问题，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签署
的BIT主要包含有两项内容，即：公平公正与最惠
国待遇标准。中哈BIT第 3条第 1款中出现的“公
平的待遇和保护”体现了前者标准，而与此同时，上
述所提到第 2款规定体现了最惠国待遇标准。而
且，对照该规定两个条款的逻辑关系可知，针对外
国投资者的公平公正待遇是设立在最惠国的条件
之上的。而在第三项中，该条款则规定了上述待遇
标准的例外，如：自贸区、税收协定和边境协议等。
另外，在关于征收补偿的第 4 条第 3 项条款
下，当涉及战乱、紧急的状态、国内混乱和其他相
似情况而蒙受损失，需要采用补偿措施或其他的
相关措施时，一方所给予投资者的待遇，不应当低
于其给予任何其他第三国家投资者的待遇，这样
的规定也体现了最惠国待遇标准。
（四）对外国投资者的保障制度
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对待该内容方面，其主要
体现在其BIT的第 4至第 6条。其中，中国与中亚
五国 BITs 均在其 4 条规定，投资者在东道国领土
范围内的投资不得无故被国有化或者征收，该条
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确定的
程序，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给予补偿时才可采取此
种措施”。而对于其补偿的标准问题则根据其在
宣布征收决定或通过前一天的实际价值予以计算
（中土 BIT 则以被征收之时的实际价值为标准）。
另外该条第2款还规定，对于补偿的支付要保障自
由汇出，不得无故拖延。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间接征收”问题，
尽管该协定中相应条款未明确规定，但是，其第 4
条第 1款中“具有类似于国有化、征收效果的其他
措施”的表述已暗示该条款中征收还包括“间接征
收”之规定。其次，第5条规定“转移”，即可汇出的
与投资有关款项。⑩最后，第 5条规定补偿与收益
等款项的汇出汇率，以东道国汇出当日的官方汇
率为标准（中土BIT无此规定）。
（五）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较之于 20世纪 80年代的BITs，中国与中亚五
国于 90 年代签订的 BITs 摆脱了仅仅约定缔约双
方即两个国家间的争端处理模式，加入了投资者
与东道国争议的解决模式，尽管其解决的争议仅
①主要包括：“收益”，与投资相关的清算款项、贷款协定的支付、技术援助、技术服务和管费的支付与缔约另一方公民所
获得的工资和其他酬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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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征收补偿数额引起的争议（中吉 BIT 范围有
所扩大，包含征收款项的任何争议），但已经具有
很大的进步性。
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解释或法律适用的争议
解决问题，双边协议规定，双方应尽量借助外交方
式加以解决，若在争议提出之日起6个月内仍未加
以处理，则将该事项提交专设仲裁庭。⑩此外还规
定了具体涉及仲裁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含仲裁
员的组成，仲裁的规则、裁决的做出及其费用的承
担等事项。
而关于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⑩，中国与中亚五
国 BITs采用提交仲裁加以解决的方法，并在其内
容中规定了仲裁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并没有
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而中土BIT甚至没有
该项内容的规定，只在第8条中约定当缔约双方是
华盛顿公约的成员时，缔约双方可以签订关于提
请 ICSID解决相应的争议的补充协定。关于争端
解决的具体内容详见下表1：
表1 中国与中亚BITs投资争端解决主要规则
争端类型
解决方式
仲裁成员组成
法律适用
裁决
费用承担
备注
BIT解释与适用争议（国家——国家）
外交途径→专设仲裁庭
1. 缔约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并推举第三名
仲裁员，经缔约双方同意担任首席仲裁员。
2. 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作必要任命。
1. 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
2. 依据本协定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
原则和准则作出裁决。
以多数票作出且一裁终局
各方承担其任命的仲裁员费用，首席仲裁员费用双方平均负担。
征收补偿数额争议（国家——投资者）
仲裁庭
1. 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各任命一名并推举首席仲
裁员。
2. 提请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主席作必要任命。
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可参照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规则。
中吉征收款项的所有争议，中土则规定双方
均为 ICSID公约成员时，可提请 ICSID仲裁。
二、中国与中亚BITs存在的问题
（一）协定结构简单、内容宽泛且操作性差
中国与中亚五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签订的
BITs文本内容与结构基本相同。5个协定文本涉
及 12 个条款（中土 BIT 为 11 个，其内容不包括保
障制度中汇出汇率的相关规定），行文 3 000余字，
每个条文大致涉及一个具体内容，简短的内容规
定导致很多内容不甚明晰。例如，对于征收的补
偿标准，中哈BIT第 4条第 2款只是规定了以征收
前一天的实际价值作为标准，但是对于“实际价
值”如何确定，协定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此外协
定只是要求不应当无端拖延补偿，补偿应能自由
兑换并自由从一方领域范围汇到另一方领域范
围⑩，而该条款对于迟延履行征收补偿义务的法律
责任只字未提，现实操作性差。另外，对于投资者
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解决仅仅规定，“有关征收补
偿的数额”可提交仲裁庭，至于其他争议如何解
决，该协定并未加以说明。且上述规定中的“仲裁
庭”具体是双方协商决定的仲裁庭，还是第 8条规
定的“专设仲裁庭”，该协定并未指出。此外，该协
定中关于签证和工作许可的协助事项仅仅在第 2
条第 2 款中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现实中无法操
作，中亚国家对中国人员入境采取严格管制，已严
重影响企业经营活动。
（二）投资待遇规定与国际投资发展趋势脱节
1. 欠缺国民待遇条款
历史上来看，中国于 1998年以前所签订的全
部BITs中，除中英⑩、中日⑩、中韩⑩BIT中规定有国
民待遇外，其他 BITs中均没有类似的表述。究其
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在90年代以前受计划经济
的影响，国家对经济处于高度的管控阶段；而与此
①具体条文参见相应协定的第8条（中吉、中土BIT第7条）。
②具体条文参见相应协定的第9条（中吉BIT第8条，中土BIT无此规定）。
③参见《中哈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4条第2款。
④参见《中英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3条第3款之规定。
⑤参见《中日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3条第2款之规定。
⑥参见《中韩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3条第2款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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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另一
方面，中国在当时主要作为资本输入国，赋予外资
国民待遇原则不免会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形成巨
大的压力。
2. 将最惠国与公平公正待遇联系起来，未具
体明确二者关系
理论上一般认为，公平公正待遇是绝对的标
准，而最惠国待遇标准则是相对的，二者具有明显
的区别。⑩很多发达国家在签署公平公正待遇时，
通常做法都是将其列于“最低待遇标准”项下。在
中国与中亚五国所签订的BITs中却未明确二者标
准的关系，而仅仅在其第1款“公正公平待遇”下列
明第2条款，主张该条第1款所述的待遇，应不低于
给予其他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⑩如此规定混淆了
两个待遇之间的关系。如果依照上述规定的文意
理解，公平公正待遇是被涵盖于最惠国待遇之中，
然而在国际常见之 BITs的实践中，将公平公正待
遇、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三者进行并列，已得到
世界范围多数国家的广泛认可，而前述混乱的规定
必然对公平公正待遇的了解造成困难，不利于明晰
二者之间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的关系。
3. 公平公正待遇适用标准缺乏细致规定
中国与中亚五国签订的BITs都只对公平公正
及最惠国待遇作了较为简单、概括性的表述，而没
有对其详细的内容作出明确的阐述，也未注明其
具体的适用标准。因为“公平”“公正”两词本身具
有高度的概述性与含糊不确定性，因此不同的投
资主体必然对该待遇标准的理解存有大量的争
执。理论上对于公平公正待遇存在有广义和狭义
两种看法，狭义概念以为，公平公正与国际法的最
低待遇二者是相等同的，其侧重于弥补其他实体
法在不能加以保护的领域内的欠缺，而给予投资
者一种基本的、全面的保护；而广义的概念却认
为，公平公正待遇不仅包括上述狭义的概念，还包
括不歧视原则等在内的更为全面的待遇。面对这
样的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难免会在具体的适用
问题上产生不小的分歧。
（三）征收及其补偿规定不尽完善
1. 对于间接征收规定不明确
如前所述，中国与中亚五国在签订BITs时，其
对于间接征收的界定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对
于间接征收标准的解释，则只可能依托于 BITs序
言及其他相关规定，使中资对外企业在涉及到关
于上述问题时，因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而
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只能寄希望于仲裁裁量，导
致其自身合法的权益难以获得切实有效的维护。
2. 间接征收补偿标准可操作性不强
现行 BITs中，对于征收补偿有“充分补偿”和
“适当补偿”两种情形，尽管后者的补偿标准是中
国所一贯坚持的，但是中国与中亚五国于 20世纪
90年代签订的BITs中却明显摆脱了“合理、适当、
公正”的征收标准，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然而，
中国与中亚五国签订的BITs中关于征收的补偿标
准只是在其相应条文的第 2款中规定其补偿以征
收前一天的实际价值计算⑩（中土BIT采用被征收
之时的实际价值计算），其补偿标准规定太过宽
泛，因欠缺可量化的准则而操作性能较弱，增加中
资企业在遇到类似问题后取得合理补偿的难度。
3.缺乏国家管理权例外条款
间接征收存在的依据是东道国当局对于保护
公共利益的考量，进而所采用的各类政府管控措
施，该征收主体是国家本身，或者代表国家。现实
中，基于 BITs文本对间接征收问题不甚明确的规
定，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投资者对国家的间接征收
诉诸仲裁的案件，国家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受到
极大的挑战。但一国政府其目标在于对本国的公
共利益（如环境与安全、民众健康等）进行保护，进
而采用的一些非歧视性的国家管理权时，即使该
管理行为对投资者的相关收益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该管理行为也不应该被认定为间接征收。回
顾先前中国已然订立的国际投资条约，无论其是
双边的，亦或是多边的，均未涉及此议题，更没有
对当做征收例外的国家管控权进行详细的规定。
因此，在接下来一轮中国与中亚五国 BIT 的重新
签订或修订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应结合实际情况，
就该问题进行协商，维护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落后且欠缺程序性
规定
1. 投资争议范围狭小
众所周知，在当前BITs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关
①通说认为，上述两种标准的区别在于，前者重点在于确保提供待遇的公平公正性，并且要遵守国际法的要求；而后者
的重点则在于确保东道国在非歧视的根本上对待投资国国民或者公司的投资。
②参见《中乌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3条第2款之规定。
③参见《中哈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4条第2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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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协定的解释与适用已经不再是各国讨论的重
点，而关于缔约双方的争端解决方式才是制度设
计的重心所在。为此中国与中亚国家于 20 世纪
90年代签署的BITs单独设立条款对此进行规定⑩，
该举措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中国与
中亚五国于 20世纪 90年代签订的BITs中，关于投
资方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领域仅仅局限于就“征
收补偿数额引起的争议”提交仲裁，狭小的争议范
围极大程度地阻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不利于双
边国家投资活动的开展。
2. 仲裁解决方式单一且不接受 ICSID仲裁
一方面，在仲裁机构的选择上，与第三代BITs
相比，中国与中亚五国 BITs多规定关于征收补偿
数额的争议可以提交仲裁庭，对于多样化争端解
决方式的选择有所欠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
期，由于市场体系的不甚完善，中国在对待国家管
辖的问题上一向坚持绝对豁免原则，多数情况下，
中国对该类争议大多限制其交由国际仲裁庭加以
仲裁。同时，《公约》规定，只有双方争议者均同意
ICSID 的管辖，该争议才受 ICSID 的管辖，中国与
中亚国家上述BITs只是规定将征收补偿数额争议
提交仲裁庭，而非向 ICSID 的书面同意，因此，中
国与中亚五国签署的 BITs，其并不必然接受 IC-
SID 的管辖。⑩90年代后，从中国签订的 BIT 实践
来看，中国对此的态度正在逐步放宽，中国与中亚
五国新一轮BITs的商签应该朝着该种趋势进行。
三、中国与中亚BITs的完善建议
（一）确立以资产为基础的混合式列举“投资”
定义
关于投资定义的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从投
资外延角度对其条款的设计分为三种模式，分别
是开放式、封闭式以及混合式三种模式。开放式
是一种广义的投资界定模式，其经典表述为：“投
资是……各种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与中
亚五国于 90 年代所签署的 BITs 即采用该种方
式。而封闭式的模式，其做法是不对投资本身内
涵界定，而代之以可以穷尽的列举方式对其进行
界定。这种定义以 1994年 NAFTA 中对投资的规
定为代表，其第 1139 条中详细而明确地列出了 8
种提供保护的资产类型，与此同时，还在第9、10两
项中明确指出货币请求权不属于上述 8种保护类
型。相较而言，混合式的定义模式即上述两种模
式的综合，该种模式首先对“投资”内涵界定是开
放的，紧接着以封闭列表的形式进行具体列举，符
合列表中的资产才属于投资，超出列表范围之外
的这不被认为是投资范畴。这种模式最早出现于
1998年经合组织起草的《多边投资协定》草案。此
后，美国 2004年和 2012年BIT范本也采用了混合
式界定模式。比较三种定义模式，后者既采用开
放式的对投资界定，又结合封闭列表进行详细的
列举，从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规定既使协定具有适
当的灵活性以满足未来可能出现新型投资类型的
可能，又进一步对协定缔约双方均可以接受和不
能接受的投资类型作出明示，不失为一种很好的
选择。
实践来看，从第三代 BITs 开始，尤其是 2008
年至今，中国签署的或重新修订 BITs在投资范围
上更加趋向全面性与严谨性，也更加意识到投资
定义对中国相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密切相关。纵观
第三代以来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国在投资的定义的
类型与模式多数协定大致的选择与制定是相似的，
大多采用以资产为基础的开放式定义模式。⑩ 以
混合式的模式对“投资”条款进行定义，既作出了
对投资内涵开放式的界定，又以封闭清单列举出
具体资产类型，无疑在保有开放式灵活规定的基
础上，又保证了定义范围的严谨性，中国与中亚国
家重新商签的BITs可以采用该模式。
（二）准入规则由投资保护型向投资促进型
转变
中国与中亚国家于 90年代签订的 BITs，双方
限于历史发展的状态，对投资准入制度采取审慎
的态度。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进
程的加快，保护型投资准入规则难免限制了国家
经济的发展。因此，双方在商讨新一轮 BITs的过
程中，应当放开准入门槛，变投资保护型为投资促
进型的准入规则。具体来看：
1. 积极谋求准入前的国民待遇标准，对所列
负面清单进行商议协调
2000年以来，中国在对外签署的 BITs基本上
①其具体内容中吉规定于第8条，而其他四国则规定于第9条。
②中土例外，其BIT第9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或缔约双方为其成员的国际协定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
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表明其是接受ICSID管辖的。
③陈安《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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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涵盖了国民待遇内容。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往
来，投资发展潜力巨大，国民待遇标准的缺失无疑
提高了双方在经贸往来的过程中的门槛。
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已经成为国际社
会通用的投资管理模式。中国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模式肇始于 2013年 7月中美第五轮战略
与经济对话谈判，中国首次明确同意以“准入前国
民待遇＋负面清单”作为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之基
础，标志着中国开始拟确定“准入前国民待遇＋负
面清单”作为外资管理基本模式，此后准入前国民
待遇＋负面清单模式陆续在各自贸区推广。2018
年 6月 28日由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
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8年版）》，该负面清单已于 2018年 12月 25日
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实施。
考虑到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准入前的
国民待遇的谈判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中国应积极
寻求在投资待遇的对等性，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
参照中国与韩、日BITs的规定，以中国与中亚国家
互列清单的方式，锁定双方应该要借以庇护的工
业部门或协定具体适用之外的情形。而在对待负
面清单的范围问题方面，中国可与中亚五国谈判，
通过采用扩大负面清单具体内容的方式，突破双
方关于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的瓶颈，进而谋求与
世界发展趋势接轨。
2. 完善签证与工作许可内容
具体看来，需积极推进区域内本币结算方式
的改善，创设区域制度化汇率协作的合作制度。
同时还要简化工作签证手续，方便商务人员交流
往来。
（三）明确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与公平公正
待遇标准
1. 三个待遇标准分条而设，明确其独立地位
与使用标准
如前所述，90 年代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的
BITs 中，其公平公正与最惠国待遇的逻辑关系是
异常混杂的。为此，在今后的 BIT 修订过程中要
确保三者（增设国民待遇）的独立地位，统一将三
者放置于“外资待遇”的条目之下，进行并列性的
表述，将三者区分开来，同时，还要明确三者的适
用顺序。公平公正待遇同其他二者相比，是绝对
的待遇标准，主要起到补充性规范的功用，唯有当
其他规定不能够对投资者的利益进行保护，而东
道国赋予投资者的待遇又尚未达到国际所要求的
最低水平时，该规定才可以被适用。因此，签署新
的BIT时，应明确规定其补充适用的地位，如果可
以依据 BITs的其他内容进行保护，则直接适用该
规定，从而避免直接适用公平公正待遇内容，以此
来规避投资者对国家提请仲裁门槛过低，导致滥
诉情形的发生，影响东道国的经济主权。
2. 为三个待遇标准设限，明确其适用例外
一方面，对于国民待遇条款，需要对其适用范
围做一定的限制，否则完全的国民待遇将可能会
对东道国的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除在
国民待遇条款中直接规定“不损害东道国法律法
规”这样的限制外，以及通过自贸区、关税同盟、共
同市场协议或防止双重征税协议等安排而形成的
优惠需要被摒除在外，“任何现存的在其境内维持
的不符措施”以及“这种措施的持续”同样不适用
于国民待遇。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公共秩序、国家
安全或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采取的差别待遇，
同样不应当被认定违反国民待遇内容。另一方
面，对公平公正待遇设限，将其适用的最低标准限
定于国际法原则之下。例如，为了环境、公共秩序
的维护所采用的方式不将其归属于违反公平公正
待遇的情形，投资者不得据此对东道国政府提起
国际仲裁。
（四）明确间接征收，改善征收标准
1. 明确间接征收概念及其认定标准
尽管东道国对在其本国领土范围内对外国投
资者的财产实施管控或利用的外在表现并非直接
征用企业的有形资产，但在实质上使国外投资者的
投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上限制甚至实际上受到了
一定损失就构成事实上的征收。2006年中印BIT⑩
中，中国首次对间接征收制定出了详尽的表述。而
在对间接征收的鉴定方面，因为对某种规制行为能
否被归纳入间接征收的范畴，其牵涉的条件众多，
且不存在一个可供参照的确切标准。故现实中需
要全面综合实施间接征收的法理依据、实践等方
面，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切地对间接征收进行界
定。2008年《中新自贸协定》附件中⑩对于间接征
收的认定标准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着重增强其
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中国在与中亚国家进行新的一轮BITs谈判签
①即：2006年11月21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②指《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附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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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过程中，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对包括国家政治环
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投资预期等在内的众多因
素进行考量，借此完善间接征收的相关规定。需
要强调的是，并不是全部干预投资者权益的举措
均被界定为征收，例如，政府所采取的对环境、消
费者权益、国家安全的保护等举措，尽管也可能对
投资者的财产收益权、使用权等产生侵害效果，但
是其并不包含有歧视性，这些行为就不应该被界
定为征收。因此，新的 BITs还要对间接征收作出
限制，增加国家管控权的例外规定。
2. 增强间接征收补偿标准现实操作性
围绕间接征收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就是相关
补偿问题。中国与中亚国家于 20 世纪 90 年代所
签订的 BITs 中对于征收补偿采用“赫尔原则”标
准，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然而，该条款仅仅规定了
采用征收前一天或征收当时的“实际价值计算”这
样原则性的表述，具体操作性不强。因此，在中国
与中亚五国新的一轮 BITs的修订中，应当借鉴国
际通行做法，在坚持原协定所提倡的“赫尔原则”
的基础上兼顾被征收者的现实情况，订立专门的
补偿条款，从征收的现实情形出发，对不同的间接
征收采用不一样的补偿标准，增加其现实操作性。
（五）“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1. 扩大可仲裁范围、明确仲裁程序及法律
适用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除了与土库曼 BIT）上世
纪 90年代签署的BITs中均规定有仲裁程序，但仲
裁之运用仅限于与“征收补偿数额引起的争议”。
例如中哈 BITs 中第 9 条规定：缔约一方与缔约另
一方投资者之间任何有关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可
提交仲裁庭；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在此
种情况下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斯德哥尔
摩商会仲裁院规则。⑩此类缔约模式代表了中国
在 80、90年代与他国签订BITs时的惯常做法。在
法律适用方面，除土库曼之外的 BITs中均明确规
定：解决征收补偿款额的有关争议以外的投资争
端所适用的法律，包括适用东道国国内法、双边协
定及国际法原则，其弊端在于并未规定投资争端
适用法律时的顺序。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现有投资仲裁机
制的改革，同时寻求仲裁外替代性争端解决途径
是“一带一路”ISDS 机制构建中需要重点考虑的
内容。在BITs签订此类 ISDS之仲裁条款时，理应
扩大仲裁范围才能全面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利益。
在与中亚国家进一步完善投资协议时，应该明确
所有投资争端均可提交仲裁，且在提交仲裁之前
用尽当地行政复议救济的限制应该合理破除。此
外，在仲裁庭的选择方面，应该扩大范围提升效
率。例如除了双方合意建立专设仲裁庭外，亦可
选择国际知名仲裁庭管辖，并明确提出仲裁各阶
段的时限。在仲裁规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与乌兹
别克斯坦 BITs的规定，直接引入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仲裁规则。⑩在法律适用方面，应明确法
律适用的优先顺序。为保护中国投资者的利益，
尽可能扩大投资条约及国际法原则的适用。
2. 明确引入或扩大 ICSID 争端解决机制的
适用
中国与中亚国家（除塔吉克斯坦）皆为《关于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
的缔约国。但该公约规定只有双方争议者均同意
ICSID的管辖，该争议才受 ICSID的管辖。在与中
亚五国签订的 BITs中，仅有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在 2011 年新签订的 BITs 中规定可选择将投资争
端提交 ICSID。故中国与其他中亚国家的投资争
端并不必然接受 ICSID 的管辖。ICSID 是全球影
响力最大的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据世界银行数据，
70%的已知 ISDS 案件都是由 ICSID 中心受理的，
且缔约国负有执行其裁定之义务，极大地增强了
其裁决的执行效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完善双边投
资协议过程中，应推动塔吉克斯坦加入 ICSID，并
重点推广 ICSID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在与哈、
土、吉等国的 BITs 中明确纳入 ICSID 作为投资争
端解决的选项，或者引入“岔路口”条款来扩大 IC-
SID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
（六）增加对劳工及环境等公众利益问题的
规定
中亚国家地处亚洲内陆，气候干旱地区大部
分属于生态脆弱区，全部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工
业不发达，未经历大规模环境破坏，故中亚国家对
环境保护要求普遍较高，国民对外资污染环境也
较为敏感。资源开发类、水利、电力、化工等项目
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三废”等污染物造成的潜
在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中资企业也曾因为环境问
题引发了当地民众抗议甚至恶性事件。中国对中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1992），第9条第1、2款。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2011），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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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资应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应给予高度重视。
在新一轮 BITs的商签过程中，中国与中亚国
家要紧随世界的发展趋势，承担国家在国际社会
中的义务，避免以背离环境保护、侵犯劳工权利，
破坏公众利益等方式来鼓励投资。发展经济，防
止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劳工保护问题是
敏感问题，既涉及中亚国家较高的劳工入境门槛
问题，也涉及中国海外劳工保护，可在协议中做原
则性规定，或者以其他协议形式形成软法机制。
此外，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本就是中国大力
倡导的基本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构建绿色
丝绸之路”。中国政府也相继推出了《关于印发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的通知》《关于推进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 2018 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形成的《关于推
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等 10余份法
律文件。中国在投资中亚过程中，大力倡导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国际环保理念，有助于消除顾
虑，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 石静霞，董暖．“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
制的构建[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2)：1-24．
[2] 刘敬东．“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研究[J].政法论
坛，2017（5）:125-135．
[责任编辑：王正良]
The Investment legal Mechanism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in Light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WANG Lin-bin1, LI Chao-guang2
(1.College of Law,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7；2. College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rapidly increased its investment in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 the core re-
gion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The important goal of the system development for the Silk Road Eco-
nomic Belt is to ensure the convenience and safety of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absence of a legal mecha-
nism of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the
main legal basis for bilateral investment relations. Such agreements have produced many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bi-
lateral investment, which must be improved from such aspects as changing the rules of investment entry,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of investment, clarifying the standard of tax imposition and perfecting th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in-
vestment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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